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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对我们的世界给予重大影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了半个世纪，而在战后的半个世纪中，我们的世界又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冷战
局面结束的今天，人们关注的热点是多极化世界中不同思想文化的交流，是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是如何面对２１世纪人类社会的新问题。虽然
人类社会并不会忘记过去的战争苦难，并不会忘记发动战争的责任，但是对于世界大多数国家（包括那次战争中的战胜国以及战败国）的绝大多
数人们来说，战争的教训已经进行了总结，战争的责任和是否曲直已经有了明确的结论。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时候，日本社会突然又出现了一股
有背于当代潮流的关于战争责任认识的特别的思潮，即所谓的“自由主义史观”。 

    一  自由主义史观的产生和发展 

    自由主义史观的创始人是东京大学教育学部的教授藤冈信胜。他从１９９４年４月起在面向日本初、高中和小学老师而且影响力相当大的杂
志－－《社会科教育》上连续发表批评日本近现代史教育的文章，指责日本的近现代史教育是失败的，培养出来的日本人“缺乏对本国历史的自
豪感，视野狭窄，自我封闭”（藤冈信胜自费出版论文集，第一集）。而他认为这是战后占领军对日本实施的“使日本人始终怀有罪恶感的作战
计划”的结果，是“抹杀日本人的国家意识的洗脑计划”执行后的结果。他认为战后日本的近现代历史是综合了三个“敌意”而写的历史，一是
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对日本的敌意，即“共产国际史观”，这种历史观把明治维新看作是半封建性的被扭曲了的改革，在这样的改革基础上造成了
天皇的专制统治，而这一天皇制必须粉碎；第二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对日本的敌意，认为战争是日本为实现征服世界的野心而发动的，以联
合国为代表的正义一方必须予以惩治，这就是“东京审判史观”；第三种敌意来自中国和朝鲜，即要求日本进行反省的“谢罪外交史观”。（文
艺春秋１９９７－２）他强调说：综合了三种敌意的历史观把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近现代史都描写成漆黑一团”，“给历史教育以极大
影响”（周刊教育资料９５－１０－９）。他呼吁把日本明治以来的历史作为光辉的历史进行宣扬，从日俄战争开始，就要把战争描写为日本的
自卫战争。基于这一认识，他强调必须对日本近现代史的教育进行改革，必须成立改革历史教育的研究者的团体。为了表明这一团体的学术观点
上的创新和独立，他将这一团体称为“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自称是源于战争中和战后以石桥湛山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是那一自由主义在历史
认识上的发展，即“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完全从自由的立场上大胆地修正历史，改革历史教育，以达到多样化的目的。”与建立研究会的同
时，他创办了名为《近现代史的教育改革》的刊物。 

    “自由主义史观”的产生和该研究会的成立并不是孤立偶然的事件，而是日本右翼势力在战后５０年之际掀起的否认侵略战争责任和攻击历
史教科书的逆流的一个组成部分。 

    战后日本社会一直存在否认侵略战争责任的逆流，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时而掀起阴风浊浪，最近的恶浪发生于战后５０周年来临之前的１９
９３年。当时，刚刚上任的日本首相细川护熙就以前的战争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我本人认为，这是侵略战争，是错误的战争。”在他之后
上任的村山富市首相也提出了“对过去进行反省”的路线，准备在１９９５年通过反省战争，维护和平的“不战决议”。应当说，这些都是顺应
历史潮流，有利于提高日本的国际地位和声望的言论和举措，但是来自右翼势力的强烈的反对和抵抗则引起了日本社会的动荡。 

    就在细川发表上述言论后不久的１９９３年８月，日本自民党内的部分国会议员就成立了“历史研究委员会”，反对细川首相对于战争的认
识，表示要建立“正确”的关于战争的历史史观。他们认为日本当代的历史教科书是导致错误的战争史观的根源，所以呼吁为改正历史教科书的
记述进行“新的战斗”。历史研究委员会事务局长、参议员板垣正（Ａ级战犯板垣征四郎之次子）曾说：“即将迎来终战５０周年，围绕着一起
战争的历史观和历史认识问题重新突出出来。......这使人们再一次深刻地感到，不仅政治家，而且日本人本身的历史认识正处于严重的危险状
况。同时，人们也看到了战后占领政策的影响力和以倾向左翼为基础的教育的影响力是多么的大。但是，无论从那个角度出发，我们都必须指
出：这种教育是错误的，因为它不能给下一代青年和儿童带来对本国历史的自豪感和生为日本人的喜悦。更何况它是片面地断定日本有罪，并把
自虐式的历史认识强加于人。”可见，日本的右翼政治家也把历史认识和历史教育作为攻击的主要目标。特别应当指出的是，该委员会明确提
出：因为自民党冲在第一线容易引起误解，所以要让学者出面，而给予资金和其它方面的资助。在这样策略下，由“历史研究委员会”资助的１
９人就历史诸问题进行了讲演，并将讲演稿汇总出版了反映日本右翼关于战争历史问题总认识的《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 

    藤冈信胜声称“自由主义史观”不站在“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的立场上，然而，在对于历史教科书的批评上，“自由主义史观”同日本的右
翼政治家的态度是完全相同的。藤冈信胜在《社会科教育》杂志上发表连载文章，呼吁改造近现代历史的教育，也是同日本右翼政治家的活动相
呼应的。１９９５年７月，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５０周年之际，由藤冈信胜为首的“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正式成立，并决定创立名为“近
现代历史教育改革”的杂志。“自由主义史观”的活动在１９９６年达到高潮。 

    １９９６年６月２８日，日本文部省公布了对历史教科书的审查结果，同意从第二年起使用七个出版社出版的教科书，在那些教科书中，不
同程度地记载了“从军慰安妇”和“南京大屠杀”等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罪行。自民党中的右派议员立即进行批判，并且成立了“关于
教科书问题研究委员会”。《产经新闻》公然刊登了对原法务大臣奥野诚亮的专访，宣称“从军慰安妇”是商业行为，不存在强制问题。同时，
该系统的《星期一评论》用一个整版的篇幅刊载了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会员上杉千年致日本文部省大臣的公开信，要求从中学的教科书中删除关
于“从军慰安妇”的记载。接着，《产经新闻》又连续发表文章，对南京大屠杀问题进行发难，称大屠杀是虚构的，接着攻击刊登了日军南京大
屠杀罪行的历史教科书“简直是站在别国的利益上讲话”，“缺少实证和研究的态度与平衡感”，是有害的“反日教科书”。 

    “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在这次攻击教科书的浪潮中是主要的力量，藤冈在读了教科书后发表意见说，全部七册教科书的文字给人以一种十
分暗淡的情绪影响，我认为必须让有识之士迅速了解这一情况。于是，“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联络日本知识界中政治态度右倾的作家、医生、
演员、学者以及一些企业家，在１９９７年１月组织了“编写新教科书会”，把对教科书的攻击推向高潮。这个组织把承认了日本的战争责任的
历史教科书称为“战后历史教育的大罪”，称这样的教科书“贯穿了彻底的反日史观，彻底地否定了日本”（新教科书Ｐ１９１）。在自由主义
史观研究会和“编写新教科书会”的鼓动和影响下，日本国内有四个县的议会和２４个市町村的议会通过了将有关侵略事实的记述从教科书中删
除的决议，用藤冈的话来说就是“掀起了巨大的反对教科书的‘龙卷风’”。（新日本的开始Ｐ１１） 

    尽管“自由主义史观”一再标榜自己并不是鼓吹战争的军国主义，不是炫耀日本优越的民族主义，但是他们对日本战后的历史教育发难的基
本阵地则是在日本以政治态度右倾著称“产经”系统的《产经新闻》、《正论》，还有《诸君》、《周间新潮》、《文艺春秋》、《新潮４



５》、《ＶＯＩＣＥ》、《ＳＡＰＩＯ》等舆论工具，而“产经”系统的报刊是最主要的。这些报刊把藤冈等自由主义史观论者捧为“时代的宠
儿”，为他们提供阵地。《产经新闻》从１９９６年起开辟了名为“教科书不教历史”的专栏，用一年的时间连续刊载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会员
撰写的攻击现行教科书的文章。 

    

    二  自由主义史观与反历史的“大东亚战争史观” 

    自由主义史观是战后日本社会关于战争责任认识的历史观的一种表现。 

    战后日本社会关于从明治维新开始到１９４５年战败为止的历史认识有许多表现形式，但是自由主义史观论者将各种各样的历史观简单地归
纳为两类，即所谓“只说日本罪恶的历史观”和“不说日本坏的历史观”。自由主义史观论者将他们所说的“东京审判史观”、“共产国际史
观”和“谢罪外交史观”称为前者的代表，而将“大东亚战争肯定史观”列举为后者的代表。他们认为这两类史观都是片面的，而主张应当“从
日本当时的政策能不能避免那一场战争的角度出发，对避免战争的可能性和现实性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暂且不分析这种分类方法是否科
学，仅从表面上看，自由主义史观宣称是站在不偏不依的立场上的第三条道路。但是，他们把明确支持日本的战争责任的“只说日本罪恶的历史
观”指责为“自虐史观”、“黑暗史观”、“反日史观”，并且进行猛烈的攻击，而对于“大东亚战争肯定史观”却从未提出过批评，则是不可
否认的事实。 

    “大东亚战争史观”是指战争时期日本的军国主义战争指导者们所宣扬的战争观，那一战争观的基本点是：从２０世纪起，日本就为了保护
自己的条约所给予的权利而被迫进行“自卫”的战争：日俄战争是针对俄国在东亚的扩张的反应；发动“九一八事变”建立“满州国”是阻止苏
联的“共产主义在东亚的传播”；（满史Ｐ９３）从袭击珍珠港开始的太平洋战争则是针对欧美殖民侵略的代表亚洲人民利益的“自卫”。总
之，那些战争都是为了日本的生存而进行的，目的是在亚洲建立“共存共荣的新秩序”，取代欧美的殖民地统治。这种战争观无论使用多么华丽
的词藻包装，都已经被历史事实证明是把日本推上军国主义道路的罪恶的主张，是日本右翼宣扬“国粹主义”的“皇国史观”的一种表现形式。
所以在战后初期随着对东条英机等日本战争罪犯的审判，“大东亚战争史观”也理所当然地受到严厉的批判，日本的学术界一般不再使用“大东
亚战争”这一名称概括那一阶段的历史。 

    但是，右翼势力同与侵略战争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那些人是不可能认帐的，他们坚持“大东亚战争史观”，通过各种方式为侵略战争的历史
翻案，战后不久，这种翻案活动就开始了。１９５３年，即战争结束刚刚８年，当时担任吉田茂内阁文部省大臣的冈野清豪在国会回答质询时就
说：“我不准备评价大东亚战争的善恶，但是日本以世界各国为对手打了四年仗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证明日本人的优秀。”６０年代初，随着日
本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否认战争责任的舆论更加强烈。对日本战时外交起过重要作用的神川彦松在《通向太平洋战争之路》中公开说：“只强调
战争责任，会把日本人都培养成只有劣等感的民族，因此必须修改对战争的评价。”（井上澄夫等《关于“自赞”“自虐”史观》あごら２２９
号１９９７－５）１９６４年，日本作家林房雄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掀起了战后为侵略战争的历史翻案的一次浪潮，重新提出把“大东亚战
争”定位在“自卫战争”、“亚洲民族解放战争”的性质上。那些人不仅原封不动地使用“大东亚战争”的概念，而且坚决不承认“战败”，使
用“终战”一词表示战争的结束。近年，自民党右翼系统的各种组织，如“光明的日本国会议员联盟”、“保卫日本国民会议”、“历史研究委
员会”等都是“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的支持者，而《大东亚战争的总结》则是“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在新的形势下的翻版。 

    正因为“大东亚战争史观”是“皇国史观”的一种表现形式，在日本社会有很恶劣的名声，所以自由主义史观论者一再强调同“大东亚战争
史观”的差别。然而将其主张与“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加以比较，就会看出它们之间并没有任何区别。 

    第一，“自由主义史观”与“大东亚战争肯定论”都是站在当年的战争指导者的立场上，鼓吹日本的所谓“自卫战争”观。《大东亚战争的
总结》一书的主要撰稿人中村粲说：“日俄战争既是一场拯救亚洲的战争，同时也是日本的自卫战争。如果对俄罗斯听之任之，下一个受害的就
该轮到日本了。所以这完全是日本的自卫战争。”而藤冈则认为战争是：“为防止日本沦为殖民地的伟大的保卫祖国之战，鼓舞了新兴的明治国
家的精英及民众的健康的民族主义，把他们的智力与精力奉献给了战争。”（第八回Ｐ１５５） 

    第二，自由主义史观与“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对战后历史教育的态度是完全一样的。《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以相当大的力量攻击日本战
后的历史教育，称“历史教科书关于近现代史部分的记述变得越来越糟”，“处于令人非常忧虑的状态之中”；说历史教育被日本的教育工会所
统治，宣传的是“东京审判史观”；称要从根本上改变“东京审判史观”的影响，必须从改变历史教科书开始。（Ｐ４５２） 

    第三，“自由主义史观”同“大东亚战争肯定论”都是从否认具体的犯罪事实出发达到从根本上否定侵略战争性质的目的相同的。近年，他
们共同否认的战争犯罪有“从军慰安妇”的强制性的问题、“南京大屠杀”中的被害人数问题、是否存在“三光”政策的问题等等。例如关于
“从军慰安妇”问题，奥野诚亮认为那是在“女性自由意志下的商业行为”，慰安妇就是允许公娼存在的时代的妓女；藤冈也认为“在军队里设
慰安所同在文部省里设食堂是一样的，都是民营的机构，没有问题。”（《诸君》１９９６－１０）板垣正认为“从军慰安妇不是被军人用绳子
绑着的”，藤冈则称“没有证明慰安妇被强制的正式资料”。 

    第四，持“大东亚战争肯定论”认识的右翼人士并不否认他们对“自由主义史观”论者的欣赏。“光明的日本国会议员联盟”会长奥野诚亮
看了藤冈的文章后说：“还是有站在日本的立场上讲话的学者”，“要是没有他们，日本就会成为充满自虐精神的国家而灭亡了。教育如果不能
培养对自己国家的自豪感，对于将来是留下了祸根”。他明确地说：“藤冈先生说的话，也是我经常说的，我们的感受是一致的。”（ＡＥＲＡ
１９９６８－１９－２６）另一方面，自由主义史观论者在实际上也无法回避同“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以至“皇国史观”的一致性。１９９６年
９月５日，藤冈应自民党参议院议员的政策研究会邀请作讲演，有人问到藤冈：“在教育中强调日本人的自豪感，难得没有导致回到‘皇国史
观’的危险吗？”藤冈没有直接回答，只是说：“战后正因为总是顾虑被批评为‘皇国史观’，所以才畏畏缩缩。”显然，他在这里对“皇国史
观”也没有否定。 

    第五，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的成员同持“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的人之间并没有截然的区别。如撰写《大东亚战争的总结》的１９个人中，有
６人也是藤冈信胜的《近现代历史的教育改革》杂志的撰稿人。 

三  自由主义史观与日本战后的历史教育和历史教科书 

    自由主义史观的产生与日本战后在历史教育上的反省有密切关系。 



    战后日本对于战争责任的反省是相当不充分的。造成这一问题的客观原因是冷战开始后美国对日本占领政策的变化。 

    冷战期间，美国把防止共产主义的蔓延作为基本战略目标，改削弱日本为扶植日本，最终免除了日本天皇对于发动战争应负的责任。但是，
天皇制在战前和战争中都是对政治和社会起统治作用、对日本人的国民精神起统辖作用的社会体制。既然对战争应负最高责任的战争指导者都被
免除战争责任，那么作为日本人的整体，就没有承担战争责任和对侵略和加害负责的必要。而在美国起主导作用的东京审判中，日本发动太平洋
战争以及对美国的伤害始终被作为追究的重点，而日本侵略亚洲各国的暴行以及使数千万人受害的历史责任，则被置于次要的位置，由于天皇责
任的被免除而更被忽略而束之高阁。战后签订旧金山讲和条约时，正值朝鲜战争期间，由于美国要利用日本作为在亚洲的战略基地，压制亚洲各
国特别是中国、朝鲜对日本的战争赔偿的要求，使日本对亚洲各国的战争责任没有条件得以追究。谴责侵略战争，追究日本的侵略责任的力量被
视为“反日本”和“共产主义的间谍”而受到压制和迫害。 

    主观原因则是日本国内始终存在的顽固维护旧体制和战争观的右派政治家的强大的势力。战后，这一势力并没有受到严重的打击，全部被褫
夺公职的只有２１万人，其中职业军人就占７５％，而在其它的２５％中也有军人，实际上仅军人就占８０％。而当时的官僚、企业家很少有被
褫夺公职的。像在战争期间极力进行政治动员的日本大政翼赞会的成员，当时是相当大而且相当起作用的机构，而在战后被追究的的人只有其１
５４万人的１６．５％。（荒井信一：战争责任论）。 

    那些对发动侵略战争所负有的责任日本政治加为逃避责任，一方面竭力宣扬所谓“战争责任人人有份”的“一亿总忏悔”的论调，一方面竭
力宣扬日本在战争中的被害：美国飞机轰炸东京；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战争中衣食不足等等。他们竭力培养日本国民的受害意识，不愿意
让日本人了解侵略战争对中国和亚洲各国造成的灾难，从而为否认侵略战争责任制造理论根据和社会基础。 

    日本国民对于侵略战争的责任的认识就是这样被引上了歧路。 

    针对被引上歧路的战争责任认识，许多日本的有识之士清醒地意识到必须从历史教育入手促使日本人从加害者的角度认识侵略战争的性质和
日本人的战争责任，所以在这一问题上一直存在激烈的争论和斗争。战后关于教科书问题的诉讼是这一斗争的典型体现。 

    家永三郎也是日本有识之士的典型代表。他在战后一直强调自己对于侵略战争的“无作为”的责任。他认为日本人只知道自己的被害而不知
道加害加害是很不正常的事情，他对自己未能制止战争而感到惭愧。他一再表示：“现在想起来，我作为社会一员，不能只因没有赞美战争而聊
以自慰，应当对没有阻止战争而忏悔。”“我在太平洋战争期间没有接到征兵的命令，但内地同战场一样，在我的身边就曾落下过燃烧弹，几乎
丧命。能够在战后活下来是幸运的，今后的生命为正义而献身是决不后悔的。”(18) 

    针对日本社会对战争责任问题认识的偏向，家永三郎先生坚持编写真实反映历史事实的教科书，努力向日本的青年一代说明侵略战争的真
相。１９５２年，当时担任日本东京教育大学教授的家永三郎先生为日本的中学编写了一部历史教科书－－《新日本史》，并于１９５３年开始
发行。家永先生根据战后揭露出来的许多确凿的历史事实，在他的著作中批判了日本发动的侵略性战争。然而就是从那一年起，所谓的《旧金山
和约》签订，在那以后，日本国内政治逐渐右倾化，开始明目张胆地否认发动侵略战争的责任，对教科书的审查也越来越严厉。１９５８年，日
本文部省颁布了对教科书的严格审查的标准，之后又多次修订，一次比一次严厉。按照这一标准对于日本历史教科书审查的结果，１９５８年当
年就有３３％的教科书被审定为不合格，而家永三郎先生编写的教科书在１９６３年被文部省审定为“不合格”，理由是“正确性与内容的选择
上有明显的缺欠”，“事实的取舍、选择方面欠妥”，“记述往往流于评论，语气和表达不符合教科书的方式”，“热衷于对过去的历史的反
省”，“与日本的教科书的目标相去甚远”(2)等等。 

    为了教科书的发行，家永先生不得不进行修改，在１９６４年重新提出申请。这一次又被审定有２９３处不合格必须修改的地方。家永先生
感到气愤，而且许多被要求修改的地方是直接涉及日本对侵略战争责任的认识，而这正是家永先生认为不能含糊的原则问题，而且文部省的审查
已经违背了日本宪法关于保障表现自由，保障学问自由和保障教育自由的原则。于是在１９６５年６月１２日，家永先生以日本国家为对象提出
了诉讼，又在１９６７年６月２３日以文部省为对象提出第二次诉讼。在这以后，针对日本政府对教科书审定的力度有不断加强的趋势，家永三
郎先生于１９８４年１月９日又以日本国家为对象提出第三次诉讼。从而开始了漫长的学者同日本政府之间的诉讼过程。 

    教科书的三次诉讼是分别独自进行的，第一次诉讼经最高法院在１９９３年３月１９日作出了家永败诉的判决。第二次诉讼在１９７５年１
２月２０日经东京高等法院的审理本来是判为家永胜诉的，但被最高法院驳回重新审理，结果在１９８２年４月８日废除原判，改判家永败诉。
第三次诉讼提出后经历了相当曲折的过程，１９８９年１０月３日的一审和１９９３年１０月２０日东京高等法院的二审都作出了家永部分胜诉
的判决。１９９７年８月２９日，日本最高法院对第三次诉讼作出最后的判决，认定教科书关于“南京大屠杀”、“７３１细菌部队”和“日本
军队对妇女的暴行”等问题的记述上是合适的，文部省的审定意见违背宪法，并判定给予家永三郎４０万日元赔偿金。 

    尽管东京高等法院和最高法院仍判定文部省审定教科书制度合乎日本宪法，否决了家永先生关于审定教科书制度违宪的指控，但是以家永三
郎为代表的日本进步力量呼吁日本社会正确认识日本所发动的侵略战争责任问题的努力获得了明显的效果，许多日本人通过这一诉讼事件已经认
识到“历史教育是为了让一代一代的人正确地认识日本，对于日本应当反省的地方要冷静地总结，对过去问题的分析应尽量客观”。(10)《日本
经济新闻》发表社论指出：教科书诉讼在日本社会所引起了巨大反响，特别是在日本的年青一代几乎都不知道半个世纪前发生的战争的背景下，
诉讼这件事本身就有重大的意义，这不是以诉讼的胜负所能评价的。(11)自由主要史观的出现，同日本围绕历史教育和历史教科书诉讼的争论显
然有直接的关系。 

四  自由主义史观产生的国际原因 

    如果说日本战后历史教育的发展和变化是自由主义史观产生的国内原因的话，那么，国际形势的发展以及对于形势发展的判断是自由主义史
观产生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对自由主义史观论者起了重要影响的国际形势变化都发生在九十年代。 

    以藤冈信胜为例，他自称自己原来是相信社会主义的，说在他的战后意识中有两个支柱，即“对所谓社会主义的幻想”和“一国和平主义的
幻想”。但是他认为对于社会主义的幻想在进入七十年代后由于读了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著作而开始动摇，到九十年代苏联解体和东欧发生了变
化后，“自己头脑中的社会主义幻想才得以清除了”。（勿称）他认为在“社会主义失败，资本主义胜利”这一“世界的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
化”的形势判断下，过去对于战争责任问题的认识也应随之变化。他的理由是：过去关于日本的战争责任的认识是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影响的，
既然社会主义已经失败，那么建立在社会主义理论这一意识形态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史观也好，共产国际史观也好，甚至与此相关的东京审判史
观，都应当受到批判，原来对于战争责任的肯定就要转为否定，原来对南京大屠杀被害人数目的相信就要转为怀疑和否认，这就是他的意识形态
的转向。 



    藤冈的这一表白应当说是反映了他和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成员的基本的思想状况，也就是说，自由主义史观的出现的确与社会主义理论和实
践遇到的挫折有密切的联系。其实这一问题并不新鲜，如果对日本战后历史学和历史教育的发展过程加以分析，就会发现在历史上发生过十分相
似的现象。战后初期，日本历史学和历史教育对战前的“皇国史观”以及超现实的历史学进行了坚决的批判和彻底的否定，在理论与实证统一的
基础上又与丸山政治学相结合，形成了历史研究与历史教育的统一，使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现代史研究获得了飞跃的发展。但是，在５０
年代初，共产国际内部发生分裂，接着在１９５６年又有对斯大林的批判，这些发生在社会主义阵营的事件对日本战后历史学和历史教育的影响
也是巨大的，更重要的是导致了以“皇国史观”为背景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向战后兴起的科学的人民的历史观进行反扑，使科学的马克思主
义史学和有良心的实证主义史学一时处于停滞。自由主义史观的出现与当时的情况十分相似。 

    与上一个问题相关，对日本的国际作用认识的混乱是自由主义史观产生的另一个国际形势方面的原因。 

    近年来，特别是海湾战争之后，日本社会上出现了一股强调日本在国际上的贡献的思潮，这是因为日本负担了战争经费的２０％以上，达到
１３０亿美元，并把自卫队的扫雷艇排到了波斯湾，并以此为契机派自卫队参加了联合国的维护和平的行动（ＰＫＯ）。本来，日本的这些举动
在亚洲甚至在世界上都引起了许多国家的不安和警惕，在日本国内也有相当多的反对，但是，有的人在这一形势下头脑发热了，一方面以为日本
对国际社会的贡献是巨大的，多年来为之努力的政治军事大国的目标已经实现，而抱怨国际社会仍然对日本的国际贡献视而不见，日本没有得到
相应的报答，包括没有得到在联合国中更加重要的位置和发言权。另一方面，冷战结束特别是海外战争后，一些日本人认为“如果不关心自己的
国防，就等于引诱对方的国家来侵略自己”。集合这两方面的要求，在日本社会出现了要求日本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要求给日本向海外的派
兵（ＰＫＯ）以正当的名义，甚至要求修改日本的和平宪法以达到“名正言顺”地对外派兵的目的的种种活动。这样的要求促使日本社会的民族
主义情绪的高涨，而民族主义情绪恰恰需要自由主义史观的配合。 

    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的日本，希望在国际社会中发挥与经济地位相称的国际作用，成为政治大国，应当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然而，成为
政治大国的重要条件不仅仅是经济地位，还需要有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道义感，还需要有各国的信任和国际社会的认可。在这一方面，能够使日
本走上正确道路的决不是自由主义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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